
第三， 也是全球史书写的

一个通病，就是基本上不用、也

很难使用一手资料。 按照经验

式的历史学要求， 不管写什么

历史，需要有充足的资料来源，
可是这本书以及其他全球史的

书，资料是有的，但基本不用一

手资料。 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

的， 因为我们懂不了那么多语

言，非洲的斯瓦西里语、加纳的

土著语言，或者是马来语、印尼

语、 中国广东方言、 苏格兰方

言、爱尔兰方言，不可能什么都

懂。 没有这些语言基础，想要写

一个全世界的东西， 就没办法

用那些最基本、最原始、被称为

一手资料的东西。 从这个方面

说， 全球史的写作其实是有很

大缺陷的， 受到了各种各样的

限制：第一 ，语言的局限性 ；第

二，对种种不同缺少理解，而这

个 世 界 又 有 着 丰 富 多 彩 的 文

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 因

此， 全球史的写作也受到了一

部分历史学家的批评， 这是全

球史这个学科自身的、 内在的

缺陷，非常难以克服。
第四， 也是难以克服的缺

陷，就是空间填满了，但实体看

不见了。 在我看来，这也许是全

球史书写所有缺陷中最严重的

一个。 全球史试图去填补纵向

存在之间的空白， 花了很大的

力气，可是在填空白的同时，就

像我刚才打的比方， 他们把那

些宇宙实体忘记了。 换句话说，
几乎在所有的全球史作品中 ，
我们看到一个个实体间的那些

空白都充实了， 但我们却看不

出那些实体发生了什么。 打个

比方，你们现在网购一箱苹果，
商家把一箱商品送来 的时候 ，
你看到每个苹果之间填上了塑

料或其他填充物， 免得在路上

碰碎了。 全球史出现的偏差，就
是它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填充

物上， 而那些具体的实体却没

写。 也许是忘了，也许他认为这

些实体的东西你们都知道 ，我

不用写了。 但是，这样的写作方

式，就给读者留下遗憾，我们读

完之后会追问， 那些实体内部

究竟发生了什么？

全球史究竟是什么

先讲一个小故事。 大概是

2007、2008 年 ， 我到德国参加

一个活动， 休息期间历史学家

在一起聊天， 互相询问研究领

域是什么。 第一个人说是全球

史，第二个人也说是全球史，第

三、第四、第五个人都说是全球

史，最后有一个人出来说，现在

我们每个人都做全球史。
这是真事， 但是不是每个

人都在做全球史呢？ 这就是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全球史究

竟是什么？ 每个人的理解可能

是不同的。 其实就是在历史学

家范围内， 对全球史的解释也

是不同的，包括麦克尼尔、斯塔

夫 里 阿 诺 斯 （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2004）、 本 特

利 （Jerry H. Bentley，1949—
2012）他们关于全球史的解释也

是有差异的。全球史出现后变得

非常时髦，成了全球招牌。 但对

于什么是全球史，我相信大概不

会有标准和准确的理解。
2000 年，我在挪威参加国

际史学家第 19 次大会 ， 那届

大会的主题就是全球史。 会议

结束后 ， 我很快写了篇文章 ，
介绍了大会的基本内容 ，这篇

文 章 应 该 是 国 内 第 一 次 把 西

方 人 关 于 全 球 史 的 一 些 想 法

进行了系统整理 。 在此之前 ，
国 内 已 经 出 现 了 全 球 史 这 个

概念 ，但是没有人对全球史究

竟是什么 、西方人如何理解全

球史做过系统梳理。 从那次大

会的内容来看 ，至少在那个时

代，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全球史

家们对于全球史的理解大体上

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关系。 全球史是做什

么的？ 是做相互关系的。
第二，互动。 我这个地方发

生了什么事， 在你那里产生了

什么结果， 反过来又对我产生

什么影响。
第三，对比。 比如英国工业

革命是怎样的 ，法国工 业 革 命

是怎样的 ，再与德国 、中国 、日

本的工业革命进行对比。
第四， 传播。 比如物种传

播 、细菌传播 、火药传播 、印刷

术传播等。
那个会上大家关于全球史

的理解，就是这四方面。 我想，
如果按照这四方面去理解 ，那

全球史就太多了， 全球史就不

是从麦克尼尔开始的， 而是早

就有了。 比如对比，关于英国工

业革命、法国工业革命、日本工

业革命的对比研究早就有人做

了。 比如传播，基督教传播史、
西学东渐等也早就有人做了 。
当全球史作为一个口号或者观

念，突然之间为人所知，而且被

世界历史学界当作一面旗帜拿

出 来 的 时 候 ， 问 题 还 是 回 到

了———全球史究竟是什么？
如果按照刚才说的四方面

去讨论的话， 我们就看到了一

个循环。 我刚才发言中提到的

一些全球史内在的、 难以克服

的困难， 其实很快被人们意识

到了，而后来人试图去纠正、克

服它。 但在纠正、 克服的过程

中， 人们其实是在向传统史学

回归， 尽管没有完全回归到传

统史学中， 但也在向这个方向

跨了一步。 1929 年诞生的法国

年鉴学派， 出现的情况就是这

样： 第一代年鉴学派的历史研

究特点，到了第二代淡化了，到

第三代不见了，最后出现了《蒙

塔尤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

里著）。 这和第一代年鉴学派的

作品放在一起比，天壤之别。 在

我看来《蒙塔尤》不是年鉴学派

的作品，是传统的东西，可是它

的作者是第四代年鉴学派的掌

门人。 我说的意思是，全球史可

能在走同样的路。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

授。 本文根据作者 5 月 21 日在

北京大学讲座部分内容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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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 80 周年。 2015 年 9 月

3 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

念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为了和平， 我们要牢固树立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
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方

主战场，为此中国人民付出了巨

大牺牲，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2
年春，罗斯福就对其子说，假如没

有中国牵制日本的兵力， 日军可

以毫不费力地一直冲向中东，并
和德国配合起来， 形成大规模夹

攻。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说过，“只
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

时， 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进攻

时避免两线作战”。 但是，由于冷

战和意识形态等原因， 西方在很

长一段时间有意遮蔽了中国的牺

牲、作用和贡献。 因此，挖掘和宣

传抗战期间中国人民对抗战做出

的巨大贡献， 挖掘和宣传中国人

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互相帮助的历

史故事， 不仅可以推动国际社会

正确认识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而且可

以通过这些患难与共的真切感受

来生动地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意蕴和内涵。在中国抗战期间，就
以上海而言， 中外友好， 互相援

助，共同抗敌的故事就不胜枚举。
例如，上海人民在战时救助了至

少 2.5万欧洲犹太难民，数量超

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
非、 新西兰五国同时期接纳犹太

难民的总和，被世人称为“上海方

舟”。 与此同时，犹太难民和在华

犹太人也采取各种措施支持中国

抗日。 上海犹太难民医生罗生特

和傅莱分别参加了新四军和八路

军， 投身抗战前线。 犹太记者汉

斯·希伯积极报道中国，特别是中

共领导下人民军队英勇抗击日寇

的事迹，最后不幸牺牲，血洒中华

大地。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创立

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饶家

驹区，保护了 30 多万中国难民，
被称为“难民之父”、“中国之友”。
其创立的战时平民保护模式于

1949年 8月被列入 《日内瓦第

四公约》。 又如，1932 年 4 月韩

国义士尹奉吉化名混入虹口公

园，用炸弹炸毙“一二八”战役日

军总司令白川义则、 重伤一批在

沪的日本军政要员。 当时中国军

民正处于战役失败的阴影中，这
一事件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

抗战意志， 也在心理上打击了日

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 而上海

作为韩国临时政府长期所在地，
也给予韩国独立运动以巨大的支

持。再如，作为近代上海发行时间

最长、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力的

西文报纸，《字林西报》 在 1937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 以前

所未有的姿态，赞扬中国抗战“为
人类文明增添了光芒”，对中国人

民的英勇抗战予以赞美， 对日军

的法西斯暴行予以谴责， 体现了

当时国际友人鲜明的政治态度和

政治立场。 而中国方面在上海也

积极开展情报工作， 为盟国提供

各种重要信息。 仅以中国和苏联

特别合作机构———“技术研究所”
上海组为例，1938 年底就已至

少截获日方二十份重要军政文

件。 中共情报人员还为苏联提供

了有关德国即将入侵苏联的确切

情报。
这样的历史故事还有许多，

例如中国远征军、 美国飞虎队、
苏联援华支援航空队、欧洲来华

的国际纵队“西班牙医生”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反法

西斯阵线初步形成的背景下，
1941 年 10 月， 在中国共产党

的倡议和主持下，东方各民族反

法西斯大会在延安举行。 会上，
不仅朝鲜、印度、菲律宾、马来

亚、缅甸、泰国、越南等东方民族

参加，而且犹太民族也作为东方

被压迫民族之一应邀派代表与

会，甚至还邀请了日本的反战人

士出席，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与

世界人民共同反抗法西斯的命

运共同体意识。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今天，按理说这些历史上的共同

经历足以给世人以启迪和昭示。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集体的

共同记忆从来都不是个体记忆

的简单加总，而是与现实的导向

密不可分。 德国文化记忆创始人

扬·阿斯曼就指出：“集体记忆的

作用范围包含两个方向：向后和

向前。 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

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 ”记忆

是需要现实引导的，强化的，历史

不应该被忘记，但有时却常常遭到

人为的遮蔽， 使得历史很容易忘

记。 例如有些国家，对二战时期

侵略和屠杀的历史不肯承认，不
予以深刻反思，反过来却一味将

自己塑造成战争的受害者和和

平的倡导者。
由此，我们深切感到，在推

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过程

中，历史学家一方面要防止有意

歪曲和篡改历史记忆的反记忆

现象，让某些历史记忆成为世界

人民共同汲取的历史教训。 另一

方面，则应通过建立一些记忆载

体，让世界人民之间友好互助的

集体记忆得以传承和发扬。 上述

关于抗战期间中国人民与世界

各国人民相互帮助的故事所蕴

含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和理念就

得到全球的关注和认可。 例如，
现在几乎每位以色列和韩国领

导人到访上海，都会前往上海犹

太难民纪念馆和上海大韩民国

临时政府参观。 每年都会在上海

举办有关上海救助二战时期欧洲

犹太难民的国际性活动。今后，我
们不仅要通过建立博物馆、 纪念

碑， 设立纪念日等方式为公众提

供铭记历史的场所。 而且还应该

通过共同撰写历史教科书、 联合

举办历史专题展览、 联合拍摄影

视作品、联合开展主题美术创作、
建立共同的公共网站、 开展中国

抗战故事外译工程等将中国人民

的抗战记忆转化为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二战记忆， 使中国抗日战

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更加紧密

地连接在一起，合为一体。通过向

世界讲好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故

事， 让这些历史故事和记忆植根

于世界人民的集体记忆之中，并
最终转化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

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研究员）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中国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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